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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现代化研究: 区域法治发展专题

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意义

———一种法哲学方法论上的初步分析

公丕祥*

［摘 要］ 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这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程。一般来说，区域包

括全球意义上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区域，后者是指主权国家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

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地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若干行政管辖层级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因而构成

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区域法治发展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法治发展在主权国家的

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实现。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这

里主要从法哲学方法论意义上加以研究。马克思提出的“多样性统一”的概念命题，为我们研究区域

法治发展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区域法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

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进而呈现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个别化的方法原则”，这是从黑格尔到

19 世纪德国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想流变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方法论准则，在马克斯·韦伯那里达到了集

大成。批判地改造并运用个别化的分析原则，有助于我们发现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奥秘。这里

需要注意的是:拟应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揭示和概括个体行动的本质性关系;努力

探索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从现实中升华并形成思维类型; 对研究对象展开具体的历史性的分

析;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 国家法治发展;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 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

一、若干概念之涵义与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对本文的论题展开之前，有必要先行厘清若干概念的内涵，这里主要有区域、法治发展以及区

域法治发展等相关概念，以便确定本文的讨论范围，认识论题的时代意义。

“区域”亦可称之为“地区”，这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多层次的范畴。从全球的角度而言，区域不仅

仅意味着以地理因素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更多地是指通过稳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协议所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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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地域范围内甚至是跨地域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的或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为

重要法律文件，《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专门设定了区域体系的法律框架，这样区域体系就成为介于国

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次级国际体系。“二战”以来，这种基于经济的、政治

的、地理的、生态的乃至军事安全的诸种共同联系的区域性次级国际体系，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

来，深刻地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格局及其发展走向。① 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讲，区域一词则表征着在

一个主权国家的范围内以特定的行政管辖层级为基础的地区单元，或者是以一定的地缘关系为纽带

而形成的若干个行政管辖层级所组成的地区单元的集合体。在传统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形

态，既有着相对稳定的构成机理，又有着各具特点的表达形式。比如，郡县制构成了古代中国行政区

划的一条主轴。秦帝国以来的各个王朝的行政统辖区域，大体上都按照郡县制的架构，结合一些具

体的社会历史的因素加以划分，进而形成一幅皇朝统治的疆域版图。而在不同的皇朝统治年代，郡

县制的外在表现方式又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历史特点，藉以裨于皇朝更加有效地辖驭四方、治理天下。

在当代中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往往交织在一起，因而区域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及其表现形

式。诚然，郡县制这一传统中国行政辖区的基本主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建国之初曾经一

度实行行政大区制度，但是，“省”和“县”依然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依托。然而，时

下中国的行政统辖层次繁复多样，在建国之初省级政府分出的行政公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大市”

或“较大的市”这一介于“省”和“县”之间独立的行政管辖层级。加之，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东方大国，基于国家统一、民族和谐和有效的边疆治理等多方面的考虑，确立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而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区域以及行政管辖层次亦有着鲜明的特点。不仅如此，随着国家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区域与行政统辖层级彼此交错的非均衡格局开始形成，超越现行行

政管辖层级的省份与省份之间、“大市”之间的区域性协调发展机制迅速成长起来。中央政府对不同

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设定各有侧重的发展目标，作出不同的政策安排，省级政府亦是如此。因之，

当代中国的区域概念的内涵与形式确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总的看来，省域以及以特定地缘关系

为基础的若干省域的结合根据我国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基本上把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

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等等。② 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区分，诸如，长

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湾地区等等。市域( 设区的市) 以及同样一般以相邻的地缘为纽带的若干市域

的结合，③和县域这样的基本的地区单元，大体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的多层面的区域概念。正是在这样

的多层面的区域或地域概念的基础上，融入特定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历史的、文化的

乃至地理环境等等诸多因素，便会相应地形成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政治、区域法律、区域历史、

区域文化和区域地理等等历史和现实的概念，从而给我们认识主权国家范围内( 包括当下中国) 的区

域生活状况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思想天地。

区域法治发展是与国家法治发展密切相关的。关于法治发展，这个概念与法制现代化概念

具有相通的意蕴。正如我们多年来不断论及的，法制现代化反映了从传统的人治型价值—规范

体系向现代的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的历史性转型与变革过程。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

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与变革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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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 新 乃 至 现 代 化 的 发 展 趋 势。因 之，当 下 中 国 的 国 家 法 治 发 展，就

是要致力于从前现代社会法律 系 统 向 现 代 社 会 法 律 系 统 的 转 变，实 现 从 传 统 法 制 向 现 代 化 法

制的历史性跃进，而这个时代进程 的 基 本 目 标，乃 是 坚 持 和 实 行 依 法 治 国，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家。从本质意义上 讲，这 一 国 家 法 治 发 展 趋 势 和 走 向，意 味 着 法 律 文 明 价 值 体 系 的 巨 大 创

新，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从法律 思 想、法 律 制 度 到 法 律 行 为 的 各 个 领 域 变 化 的 多 方 面 进 程，

进而确立与全球法治发展进程 相 协 调 而 又 充 满 浓 郁 的 民 族 意 味 的 制 度 安 排、价 值 观 念 及 其 生

活准则系统。很显然，作为国家法治发展的有机构成要素的区域法治发展，乃是国家法治发展

在主权国家的特定范围内的具 体 实 现，它 所 展 示 的 乃 是 从 前 现 代 社 会 向 现 代 社 会 转 变 这 一 特

定过程中法律文明及其价值 基 础 在 特 定 地 域 中 展 开 的 具 体 生 动 的 法 治 场 景。所 以，区 域 法 治

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在基本性质、主体内容与总体目标诸方面，都是内在一致、并行不悖的，绝

不存在一个脱离国家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孤立的区域法治发展。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

一方面，至于说区域法治发展这一 概 念 的 复 杂 性，主 要 是 指 区 域 法 治 发 展 的 概 念 能 否 成 立，这

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论 题。在 这 方 面，学 界 的 认 识 见 仁 见 智，莫 衷 一 是，但 大 体 上 已 经 或

正在形成共识，即: 区域法治发 展 的 概 念 不 仅 是 可 能 的，也 是 必 要 的。本 文 的 以 下 部 分 将 要 对

这些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论证与阐释，这里所要提出的原则性的看法是: 尽管区域

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法治发展的起点、条件、过程、动力机制、

实现方式等等诸多方面，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之间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正是这

种差异性或个性特征，恰恰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区域法

治发展对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 深 刻 影 响，以 及 国 家 法 治 发 展 与 区 域 法 治 发 展 之 间 的 必 要 的 张

力及其互动过程，从而确证区域法治发展的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

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工作。而国家层面

的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多层次的有机系统。本文拟从法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加以探

讨，以期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有益的分析工具。

二、“多样性统一”的命题

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

方法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第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原则，反映在经济学产

生时期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之中。比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

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 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

工、货币、价值等等。”①与此相反，第二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则反映了这样的思维过程，即:

“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或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

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②这就是说，通过思维的抽象力，

抽取一类对象的共同点，把握客观对象的某个方面、某个片断的简单规定，构成思维或叙述的起点，

进而从局部的、简单的规定，上升为全面的、综合的、深刻的概念系统或普遍的理论概念体系。很显

然，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方法论原则。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第一种方法以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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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等人为代表，①他们的论述通常“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

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

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们

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

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②

因此，“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③最初的认识对象，表现为无限丰富的现

象，成为认识过程中的直观和表象，进而“蒸发”出一些抽象的一般关系。而第二种方法在政治经济

学研究中的运用，则是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家那里开始的。④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⑤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如果我

们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

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 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

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混的关于整体

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⑥这样，通过理论思维，把作为思维的起点

的那些抽象简单的规定，再现被认识对象的内容，使之不再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浑沌的表象和感性的

直观，而是一具表现为必然的和综合起来的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从而获得整体的具体规定。

由此，马克思强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乃至一切科学思维的两个阶段，研究方法和叙述方

法或者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二者处于同一思维过程之中，二者彼此依存，相互联

系，不可分割。⑦ 然而，对于形成和建立一个理论概念体系来说，“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

方法”，⑧并且是科学思维“所专有的方式”。⑨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原则，即:“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

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

点。”⑩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科学理论思维所特有的、把直观和表象材料加工改制成概念的方法。

也就是说，把在经验上得到的直观和表象材料，放在应有的逻辑联系之中，考察它们之间的客观必然

的相互联系。经过这一过程，人们就可以在概念运动中反映、再现、复制所考察客体的自我发展的客

观过程，使“整体的表象”成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的整体。

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的具体规定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提供

了有益的启示。第一，要使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概念成为“整体的具体规定”，就必须着力探讨构成国

家法治发展这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若干单方面的、比较简单的基本单元或要素，即以特

定空间形态［省域、市域( 设区的市) 、县域及其有机联结的相关地域］表现出来的法治发展状况为基

础或出发点，考察这些基本单元的区域法治的一切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性。离开了对特定区域法治

发展状况的深刻把握，国家法治发展的概念就可能流于“整体的表象”。第二，如果说国家法治发展

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总体”，亦即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合体，那么区域法治发展的概念则是对于这

个“具体的总体”的单一性、直接性和形式的普遍性的抽象。也就是说，区域法治发展构成了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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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分析了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关系，指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

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
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
了。”马克思强调，他的这一思想是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学说的批判性继承，并且说“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个
大思想家的学生”。参见《资本论》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23-24 页。



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的若干单一的规定性，它不断地从自身中进一步规定自己，从而愈加丰富起

来，最后重新返回到国家法治发展这一普遍性的“具体总体”之中。第三，国家法治发展不应当是若

干个区域法治发展的简单罗列，而是各个区域法治发展之间的必然的有机联系的严密结构。每一个

别的区域法治发展，都是国家法治发展这个体系之网上的纽结，因而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井然有序

的。因此，就必须把每一个别的区域法治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来看待，揭示各个个别的区域法

治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进而把握由若干个“局部的规定性”所表达出来的“整体的具

体”或“具体总体”。因此，马克思关于“多样性统一”的辩证逻辑命题，构成了我们认识和思考区域

法治发展现象的法哲学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

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因此，如同整个法的现象以及国家法治的

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总要受到一定规律的支配，不是区域法治发

展决定这些规律，而是这些规律决定区域法治发展。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社会主

体的能动意志和一定社会经济必然性之间的矛盾。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主体的能动意志，归根

结底总是受到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和统摄。所以，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之所以是一

个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要从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系统中划分出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社会经济

关系系统，并且把它们当作决定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全貌的基本关系，进而把区域法治发展看作是

一个受到一定规律支配的活的有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区域法治发展具有不可抹煞的客

观性质。但是，同其他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一样，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通过社会主体的能

动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这是因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体从事区域

法制实践的规律，是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主体活动的产物和条件。因而，区域法治发展运动

规律和社会主体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总是处于内在的相互联系之中。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的过

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规律性

的认识深刻而准确，从而有意识地把本区域社会经济关系法权要求转化为生动的区域法制实践; 反

之，有的社会主体对本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权要求无法自觉地加以把握和转化，从而妨碍或

延缓了本区域法治的进步与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的差异性。因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出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亦具有不容忽视的主观性。

更进一步地来看，区域法治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反映和影响着区

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如前所述，由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

所以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呈现出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之，所谓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统

一，就是指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② 在这里，区域法治

发展的统一性，意味着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不可能是处于互不相关、绝

对排斥的状态，因而必定会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这个“总体”; 意味着区域法治发展与国家法治发展乃

是一个法治的发展与命运的共同体，国家法治发展这个“具体总体”统摄着区域法治发展这个具有丰

富关系的“许多规定”，区域法治发展必须以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和权威为基本前提; 也意味着在不

同的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确乎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存在着共同的必然的区域法治发展的运动规

律，这就要求我们从不同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努力探寻区域法治发展的共同的普遍的规律。

不仅如此，区域法治发展亦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的品格。从广泛的法律文化意义上讲，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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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民族或国度的法律文化，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总是循着特定的路

径发展演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之内，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思想发展水平是不一致的，它们的国

家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也有差异，每个国家又有其特定的历史发展、习惯和民族传统特点，况且这些

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口状况等也不尽相同，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势必会使法律文

化的运动呈现出五彩缤纷、丰富多彩的历史特点。对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来说，它的

一个鲜明特性就是具体性。国家法治发展是由一定的国家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及其法律实践、法律

思想、法律心理所联结而成的运动之网。作为这面运动之网上的每一个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都独

具个性，并且这种个性不是仅仅具有相对意义的特殊性，而是一种不可绝对重复的个体。尽管在区

域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区域法治发展之间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也只能是“相似”而已。

正因为不同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富有如此鲜明的个性色彩，所以当下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才呈现

出这般的丰富多姿。诚然，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法治发展的加快推进，区域法治发

展的历史个性有可能逐渐减弱，但是，国家法治或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

并没有因此而变成呆板划一的群体的堆积。伴随着国家法治发展的时代进程，区域法治发展的内容

与方式只会愈来愈绚丽多姿。这是毋容置疑的客观趋势。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区域

法治的特殊的发展进程，进而深刻揭示多样性的区域法治发展的特殊的本质性特点。

很显然，主权国家范围内的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区

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是统一性的基础。离开了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就无法科学地解释历史上存

在的和现实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千差万别的区域法治现象，也就无法科学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

性，其结果只能使国家法治与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为超越时空的神秘的力量，从而成为捉摸

不定的虚幻之物。另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的统一性又是多样性的必然表现形式。认识和考察区域

法治的运动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层面之上，而应当深入下去，从复杂多样

的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的多样性的表象背后，揭示出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否则，我们

就只会把区域法治发展的空间展开，看作是一个充满了一大堆偶然现象的杂乱无章的法治序列。

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之所以会呈现出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域法治发展所

赖以存在的一定社会生活条件的历史差异性。这里重要的是，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

构、历史进程、文化传统和地理环境条件等关键性因素的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下，区域社会及其区

域法治形成了经久相沿的空间差别。正因为如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

呈现出千姿百态、迥然相异的面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 尤其在中

国这样的东方大国) ，从而展示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的特质。但是，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并不是绝

然分立、互不相容的，它们之间乃是“同一个东西的两极”的关系。① 一定的区域社会生活条件的诸

因素与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归根到底
獉獉獉獉

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

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② 这

是区域法治发展运动的多样性统一的最深刻的根据所在。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区域

法治的运动发展何以会产生那些不同点和相似点，也才能揭示各种特殊的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

的特殊规律，并且从中加深对支配区域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透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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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 上)

为了进一步揭示区域法治发展多样性统一这个命题的价值意义，有必要深入考察构成国家法治

发展这个丰富的“具体总体”的基本地域单元的区域法治现象这个生动的“许多规定和关系”。从法

哲学意义上讲，区域法治发展的多样性之所以构成统一性基础，是因为一般只寓于个别之中，并且通

过个别来实现。这里的作为“一般”之载体与实现途径的“个别”，显然具有特殊重要地位。运用个别

化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有助于我们透视区域法治发展运动多样性的内在奥秘。

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经对一般、特殊与个别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按照他的看法，在人们的

心目中，似乎概念只是单纯的抽象的普遍性，不是关注概念形成的特殊部分，而是坚持其共同之点，

其结果导致人们在情感上觉得这种概念是空疏的，只认为概念是抽象的格式和阴影。其实，概念是

丰富的、生动的、具体的东西，它包含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或个别性三个环节，普遍性“是指它在它

的规定性里和它自身有自由的等同性”，特殊性亦即规定性，在这里，“普遍性纯粹不变地继续和它自

身相等同”，而个体性或个别性则“是指普遍与特殊两种规定性返回到自身内。这种自身否定的统一

性是自在自为的特定的东西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并且同时是自身同一体或普遍的东西。”①因此，概念的普遍性并不是

一个单纯的与独立自在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是不断地自己在特殊化自己，必须把真

正的普遍性与单纯的共同之点加以区别，而不能混为一谈，这一点极其重要。在黑格尔看来，概念的

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这三个环节是不可分离的，而在这三个环节中，概念的个体性或个别性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个别
獉獉

就是从区别出发而在绝对否定性中自身反思的概念”②。概念之所以是完

全具体的东西，就在于概念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作为自在自为的特殊存在，这就是个体性或个别

性。而个体性或个别性作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构成了概念的自身联系和普遍性。“当概念的

统一把具体物提高到普遍性，而又把普遍的东西仅仅了解为被规定的普遍性时，这就正是个别性，它

是作为自身相关的规定性而发生的。因此，抽象是具体物的分离及其规定性的个别化。”概念作为具

体的东西，乃是个别内容与抽象普遍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出于同一的理由，特殊的东西
獉獉獉獉獉

也是个别
獉獉

的东西
獉獉獉

，因为它是被规定的普遍的东西，反过来说，个别的东西也同样是特殊的东西，因为它是被规

定的普遍的东西。”③所以，普遍和特殊一方面显现为个别之变的环节，另一方面它的本身又是总体

的概念，而“只是在个别中被建立为它们自在自为地所是的东西”。④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如下的重要

论断:“个体的
獉獉獉

即是普遍的
獉獉獉

”。“一切事物都是个体的
獉獉獉

，而个体事物又是具有普遍性或内在本性于其自

身的; 或者说是，个体化的普遍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

。在这种个体化的普遍性中，普遍性与个体性是区别开了的，但同

时又是同一的。”⑤

很显然，黑格尔关于概念的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 个别性) 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无疑被包裹在

客观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外壳之中，在他那里，现实事物不过是概念的普遍、特殊、个体( 个别) 三个环

节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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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之，概念的个体性不可以了解为只是直接的个体性。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第 332 页。



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①在后来的德国思想演进过程中，黑格尔关于“个体化的

普遍性”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 19 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所谓“世俗历史主义”中又有了新的

意义表达。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它用个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取代关于人类历史

发展的普遍主义的观念，取代了任何试图寻找人类生活的一般法则和一般类型的企图。这种试图把

普遍性与特殊性截然分开的方法论原则也受到了批评，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具体的普遍性”的分析

原则。② 实际上，这种“世俗历史主义”的思潮旨在于同以孔德为代表的社会实证主义历史观相抗

衡，以便为德国的历史主义正名。这一思潮在社会学领域，通常被认为是理解社会学的发源地，它由

威廉·狄尔泰所开启，经由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到马克斯·韦伯而集大成。作为

“解释学之父”，狄尔泰把理解的方法视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一种特殊的方法，认为“一门科学，

只有它的对象通过建立其在生活、表达和理解三者关系之间的态度而与我们发生联系的时候，才属

于人文科学。”③狄尔泰极力强调个体或个别对总体或整体的价值意义，指出:“理解总是以个别物为

其对象”，“但我们理解个体是借助它们彼此之相似性，它们内部的共同性。这一过程假定了普遍人

性与个体化之关联，个体化在普遍人性基础上延展于精神生存之多样性之中，而在这一关联中我们

不断地在实践上解决内心仿佛经历朝向个体化之提升的任务。”④正是通过理解，单一的个体性与总

体性或普遍法则之间建立了联系。生命的总体只有在种类的意义被理解之后，才能被把握。“在这

里，对个体的理解有助于对总体的理解。所有其他类型都是如此。意义在于对类型的理解，只有通

过它，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⑤由此，狄尔泰对理解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认为

客体化仅仅对个体化说来乃是异己的需要加以解释的他人精神世界的符号和密码，在理解的主体与

对个体的理解之间应当存在某种介质或媒介物，这就是客观精神，理解的主体正是通过客观精神来

把握个别的客体化，因为在客观精神中，客观化已经表现为属于共同的东西，即属于某种类型的客体

化。通过客观精神，我们理解了“不同个体在由可感世界的客观化而构成的共同背景中所形成的各

种形式”，“它的范围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形式直至这个社会所形成的最终的整个系统，包括道德、法

律、国家、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⑥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在狄尔泰

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文德尔班从方法论上区别了自然科学与历史

学，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法则科学与个体科学，重复性、常规性与个体性、独特性之间的区别，进而强调

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分类，是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分类。“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

是形态。在自然科学中，思维总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 在历史研究中，思维则始终是

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⑦。在这里，文德尔班反对实证主义的历史哲学的主张，不赞同所谓的

“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口号，指出:“与这种观点相反，我们必须坚持: 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

断，所有与价值有关的评价，全部是建立在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之上”。⑧ 这是作为一门严格科学

的历史学的内在价值之所在。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海因里希·李凯尔特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文化

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原则区别。他提出所谓“形式的分类原则”，认为这种分类原则是从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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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对科学加以分类，据此可以把文化科学概念与自然科学概念截然划分开来，而二者的区别体

现了历史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形式对立。在这里，李凯尔特阐述了一个他认为对于方法论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观点，即:“科学需要一个选择原则
獉獉獉獉

，根据这个原则，科学就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把所有材

料中的本质成分和非本质成分区别开来。相对对于现实的内容来说，这个原则具有形式的
獉獉獉

性质; 这

样一来，科学的‘形式’这个概念便清楚明白了。”因之，“科学方法的特点显然取决如何分开现实之流

以及如何把本质成分挑选出来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那种方式”，进而把现实的直观内容纳入概念的形式之中。① 在这

里，重要的是要把握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式。李凯尔特强调，普遍化方式是自然科学方法的本质性

特征，认识自然就意味着从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发现自然规律的概念就意味着形成关于现实

的绝对普遍的判断。“如果没有通过普遍化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简化，那就不能对世界进行计算和支

配。在个别和特殊之物的无限多样性没有通过普遍概念得到克服以前，这种多样性是使我们感到头

晕目眩的。”②而对于文化科学问题来说，则是不能用普遍化方法加以详尽研究的。文化科学总是力

图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与自然科学的普遍化

方法不同，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旨在于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比如，历史总是“力

求使它的叙述仅仅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人物，

一个世纪、一个社会运动或一个宗教运动，一个民族或其他等等，历史学借助于这种方法使听众或读

者尽可能接近于它所指的个别事件。”③当然，文化科学并不排斥普遍概念，但是对于科学的逻辑学

的区分来说，文化科学使用的普遍概念，仅仅涉及它用以构成其个别化叙述的那些因素的或大或小

的“精确性”。不论文化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普遍概念，都不可能对文化科学构成奠基性的意

义，因此，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与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这两种方法所固有的思维目的、思维形式

恰恰是相互排斥的，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原则性的逻辑区别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李凯尔特通过对“解

释”与“理解”的涵义的辨析，力图对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区别作进一步的界定。他指出:“在解释

中，是将不同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而在理解中，则是沿着相反的方向将整体分解为部分”。对于

作为文化科学的历史学来说，历史理解通常意味着“既是对真实存在的个体性的‘再创造’，又是对那

些存在于个体性之中的非真实意义的‘理解’。”④这里所说的“非真实的意义”，乃是所有文化都共同

遵循的某些共同的价值基础。李凯尔特进一步分析说，作为体现个别化方法的文化科学的历史学，

它的历史概念的形成是受一定的原则指导的，这就是文化价值。文化现象以及那些被我们当作文化

萌芽阶段或类似之物而与文化现象相联系的现象，与价值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必须从与文化价值

相联系的观点去观察现实。这一文化价值立场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只要把对象看作

整体
獉獉

，那么对象的文化意义就不是依据于它与其他现实的相同之处
獉獉獉獉

，而是依据于它与其它现实的相
獉

异之处
獉獉獉

。”⑤这就是说，基于文化价值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对特殊的个别之物及其一次性过程感兴趣，

要求应用历史的、个别化的方法去认识特殊和个别之物，认识现实与现实之间的相异之处，进而把去

观察的现实看作是特别的和个别的。因此，文化与历史之间的价值联系，表明文化概念能够使历史

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借助于文化概念来形成“个别化的概念形成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至

为关键的。这种“个别化概念形成方法”的功能意义就在于，在价值联系原则的指导下，它能够从那

些纯粹的不能加以科学表述的异质性中把可表述的个别性提取出来。“文化概念给历史概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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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条选择本质成分的原则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通过文化所固有的价值
獉獉

以及通过与价值的联系，可叙述的、历史

的个别性概念才得以形成。”①因此，李凯尔特关于选择性原则的先验判断带有显明的唯心主义先验

论的色彩。但是，他坚持把文化科学看作是以个别化方法为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征的客观而严格的科

学，突出文化价值对于个别化的概念形成方法的指导性原则地位，并试图调和普遍性与个别性的关

系，强调个体的统一性基础来自独特性，证明个性统一性或独特个性的不可分割性( 而这仅仅是和某

种价值相关的个体的统一性) 。这一思想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

有的学者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准则称之为“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这是有道理

的。③ 面对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相互关系及其

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韦伯坚定地承继着自狄尔泰以来的理解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捍卫着文化科

学的个别化或个体性的方法论准则。但是，韦伯的方法无疑有其独到之处，因而具有深遂的原创意

义，散发着炽烈的理性之光。与以往的思想家把理解与解释加以彼此对立的看法不同，韦伯强调理

解与解释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彼此补充的互动关系，认为理解与“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意义”有

两种含义，一是指在给定的特殊行动者的具体情形中实际存在的意义; 二是指理论上被设想出来的

主观意义的纯粹类型，这种主观意义被归之于给定的行动类型中假设的活动者，当然，在任何情况

下，这种主观意义都不是指某种客观上的“正确”意义或者某种形而上学层面上的“真实”意义。而对

这种主观意义的行动即主观上可理解的行动的解释，就成为社会学和历史学这样的关于行动的经验

科学的基本使命。④ 因之，在韦伯看来，关于“理解”的概念，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对诸如

此类的给定活动包括言词的表达的主观意义所作的直接观察理解。其次，它是指解释性的理解，对

于关注行动的主观意义的经验科学来说，说明需要被这样解释的可理解的有意义的行动的现实途

径。“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理解都牵涉到出现在下列情况之一中的意义的解释性把握: ( a) 历史研究

中的情形，即对具体的个体行动的实际预期的定义; 或( b) 社会学的大众现象，即现实的预期意义的

平均值或相似性; 或( c) 适合于科学阐述的纯粹类型( 理想类型) 的普通现象的意义。”⑤社会科学是

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进而对原因和结果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而这里所说的“行动”

是在行动着的个体把主观意义附着在他的行为之上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因此，探讨行动着的个体

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进行因果性的解释，就成为属于文化科学范畴的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对具体

行动途径做正确的因果解释，只有在这种明显的行动和这些动机被正确地理解，且同时它们的关系

成为有意义的和可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达到。”⑥对于此项工作，自然科学是无法胜任的，因为它只局

限于阐述自然过程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功能关系以及诸客体和事件中的因果统一性; 而个体的可理解

的主观意义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的主题，对作为社会的集体状态组成部分的个体行动作出主观

的理解，则是社会文化科学或社会学知识的特有性质与任务，这是在自然科学中绝不可能获得的东

西。在这里的因果解释问题上，韦伯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片面的曲解，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

作为一种对历史实在作出因果解释的公式，“只有经济的原因被说明( 或者显现出) 在什么地方或者

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时，他们对一个历史文件作出因果解释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相信经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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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真实的’因素，唯一‘真实的’因素，是一种‘最终无所不在的决定性的’因素。”①当然，韦伯在

评析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歪曲时，注意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首

要目的，是要区分“物质”的东西与“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且指出无论对哪个“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回

溯，都会发现对经济现象的说明，会牵涉到政治、宗教、伦理、地理及其他条件，同样地，对政治现象的

说明，也会牵涉到经济条件和其他各种条件。② 这表明在韦伯那里，经济因素乃是对行动着的个体行

为及其后果的因果解释链条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归根结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韦伯对

马克思关于一切特殊规律和发展结构的“理想类型”思想，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凡是使用过

马克思的概念和假设的人都知道这些理想类型对评价现实的巨大的、独特的启发意义。”③

总的看来，韦伯把旨在于把握个体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的解释性的理解，看作是个体性因果解

释的一种基本形式，进而区分了致力于抽象规则的自然科学或法则性科学与追求特定具体知识的社

会文化科学或现实实在的科学，强调我们感兴趣的那种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现实的经验科学，

“我们的目的就是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现实的独特性质”④。正是从上述立场出发，韦伯对作为

价值概念的文化给予高度关注，指出只有当我们把经验现实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才成为“文化”，进

而在赋予现实以意义的价值指导下，对现实的关注以及根据现象的文化意义对受价值影响的现象进

行选择和分类。由此，韦伯建立了一个对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文化科学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想类型

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并且把关于历史事件和形式的文化意义的认识看作是这个“概念结构”的独一

无二的终极目的。⑤

四、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 下)

通过扼要地回顾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

学研究来说，个别化的分析原则之重要意义就在于: 探讨包括法的现象在内的社会生活现象，固然要

注重揭示该现象的变化运动的基本规律，藉以探求社会生活的固有法则，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研究

社会现实生活中历史地形成的具体的个别的关系或结构，关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亦应如此。

实际上，当下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日益显现出这种个别化的方法论取向。比如，在历史

学领域，在重视民族国家总体历史研究的同时，区域研究日益兴盛，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慰成大观。⑥

这些年来，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时，一些学者把区域分析方法应用到以区域、省份或者地方

为中心的较小的单位，力图反映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内容和

幅度，这一方法论被视为“中国中心取向”的主要理论特征之一。⑦ 又如，在中国法律史的学术领地，

探讨特定地区的历史上的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区域法律史研究的新的兴奋点，诸如关于近代上海租

界法制及其历史影响的考察⑧，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地方司法档案的系统整理与研究⑨，等等。再

如，在法理学研究中，有的学者把地方法制或行业法治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探讨还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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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世瑜:《叙说: 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兼及 12 世纪以来的华北社会史研究》，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 三联书店，2006 年，第 1-11 页。
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78-185 页。
参见王立民、练育强主编:《上海租界法制研究》，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1 年。
参见［美］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 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 年。



深化。①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也许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与史学领域的区域研究方法并不属于

同一个方法论层面，但是区域社会史、法律史、经济史等等的研究，确乎体现了重视历史的具体经验

现实的独特性分析这一“个别化的方法”的本质性要求。那么，运用个别化的方法论准则分析区域法

治发展问题，需注意哪些基本的方面呢?

第一，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妥当地处理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黑格尔关于“个体

性的普遍性”以及马克思关于“许多规定的总体”的论断，确证了整体性依存于个体性，个体性体现普

遍性且为普遍性之基础的辩证关系，思想深刻，意味深长。毫无疑问，在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过程

中，一方面必须贯彻整体性的原则精神，反映国家法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根本要求，这是国家法制的

统一和权威在各个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表现。国家法治发展的准则是体现在区域法治发展

中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东西，因而是区域法治发展的最强大的基础和动力，制约和影

响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方向与效果。另一方面，也必须贯彻个体性的原则要求，实际上，国家法治发展

通过区域法治发展的具体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不能把国家法治发展作为大

写的符号同区域法治发展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一个必然的结论也就会自然得出: 不仅要重视国家

法治发展，也要看到国家法治发展在实现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进而重视和推进区域法治发展。

第二，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意揭示和概括个体性行动的本质性的关系和属性。在

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中，同样存在着本质性的与非本质性的关系的区分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讲，“本

质是映现在自身中的存在”②，是客观事物内部存在着的规律性的东西。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

必须运用反思的观点，认识区域法治发展的本质性意义。在这里，一是要从逻辑上把握区域法治在

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充分认识到“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

应该以社会为基础。”③因之，区域法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区域社会发展的制约。二是要深入分

析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充分肯定区域法治发展对于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动

作用。在这里，不仅要考察区域法治发展影响区域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且要指出区域法

治发展作用于区域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情形。三是要深刻把握一定条件下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社

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认识到区域法治发展并不是同区域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它有时会

先于或落后于区域社会发展并与其发展要求相矛盾。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区域法治发展现

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揭示出蕴藏在区域法治发展的现象内部或背后的本质性关系，进而赋

予区域法治发展问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使之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抽象的法学命题。

第三，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努力探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性联系。在一定社会条件的作

用下，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里深入追溯社会主体在推进区域法治发展的

过程中，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的考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而导致

特定结果的实际过程，这是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所提出的个体性因果分析的基本要求。马克思的如

下论述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一定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法

的现象，都是建立相应的经济形式上的。在任何时候，都要从一定的经济形式中，为整个社会结构、

国家形式以及法权现象，找出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

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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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

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①因此，对于法哲学来说，要对区域法治发展现象进行

因果性分析，就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影响社会主体推进区域法治发展进程及其实现结果的原因和因素

是多样复杂的，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区域法治发展及其变革进程的唯一因素，而应当正视，承认和努

力揭示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深刻影响，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

机理。

第四，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把特定的诸要素中从现实中加以升华而形成思维类型。韦

伯的个体性因果分析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努力找寻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联系的理解尺度，进

而构造了一个以理想类型为基本表征的理解社学的概念工具系统。按照他的看法，运用这种理想类

型概念分析工具，可以使对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解释变得更加清晰和可理解。“理想类型的概念将有

助于提高我们在研究
獉獉

中的推断原因的能力: 它不是‘假设’，但它为‘假设’的构造提供指导; 它不是对

现实的描述，但它旨在为这种描述提供明确的表达手段。”②所以，韦伯把理想类型概念和结构的盛

行，看作是一门学科处于青春期的特有的症状，强调就理想类型被认为具有经验有效性或者是一种

类概念来说，“科学的成长总是意味着对理想类型的超越”。③随着时光的流逝，韦伯的理想类型学说

对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流淌过程中，我们研究区域法治发展

问题，有必要从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出发，把特定的诸要素从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进程的现实中抽

取出来，加以概念的升华，形成一定的思维类型或理想类型。进而，运用这一思维类型及其概念工

具，考察区域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材料，这样便具有发现的功能。面对着转型中

国的法制现代化的重大历史的与时代的议题，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个理论概念

框架，试图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以韦伯为代表的理解社会学的“理想类型

学”方法，提出了由十一对方式变项所组成的概念工具系统，以期形成新的“理想类型学”的分析工

具，进而为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④ 时至今日，我感到这套概念分析工具的

主体内容依然可以用来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探讨，但需要加入必要的区域性的

变量因素和条件。这十一对方式变项运用于区域法治发展的分析过程之核心，即在于把人治的式

微、法治的兴起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区域法治转型发展的基本评估概念工具。而在当下的中国，区域

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二元结构并存的法律状态，提示我们在运用这套概念工具系统的时候，要更多地

考量这一进程及其结构的复杂的历史性因素。

第五，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应当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具体的历史性分析。在 19 世纪晚期德

国思想界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尖锐论战中，个别化方法的理论分析原则得到了突出和强化，进

而成为世俗历史主义思潮所信奉的文化科学或社会文化科学的基本的方法论信条，并且被转化为由

马克斯·韦伯所建立的理解社会学的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理论系统。所以，韦伯热情洋溢地说道，对

于历史学科这一永远年青的科学中的一员来说，文化之河不断地向它们提出问题，“它们工作的核心

不仅在于超越一切
獉獉

理想类型，同时也在于新的理想类型的必然出现。”⑤因之，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

则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我们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分析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拟应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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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分析原则及其概念系统乃是历史关系的产物，它们的规定性是从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与

现实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从而对因果性地解释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所有材料提

供了思维上的方便。换句话说，我们研究中国的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应当确立这样的历史分析基点，

即:“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

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这就是说，要通过深入的历史性分析，证明

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证明区域法治现象从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

的历史逻辑。要用历史的眼光和态度去考察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现象，在这里首先要占有大量的区

域法治现象的材料，阐明这些材料、事实之间的内部联系及其差异性，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当

然，反映区域法治发展状况的材料和事实总是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条，因而在研究中需要善于

把握那些影响区域法治的运动发展基本格局的典型事实材料。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研究工作受到

某些次要的、不典型的事实或材料的影响。此外，在考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时，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

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如果不从特定的历史形式与范围来分析区域法治发展现象，就不可能理解

它一定历史时期中或发展阶段上特定的区域法治发展形态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可能合理地评估

它的应有的历史价值。并且，各个历史时代区域法治现象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文

化等条件有所差异，因而它们的具体历史特点亦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的历史条件

及其具体特点，那就根本无法揭示一定时期区域法治发展现象的内在的文化价值属性。

第六，按照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要高度重视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价的特殊意义。这个问题至关重

要，我们有必要结合李凯尔特、韦伯的相关论述，作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实证主义否定价值的观点相反，

李凯尔特把价值看作是一种指导历史材料的选择进而指导一切历史概念形成的东西，把“价值联系”视

为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得以形成的指导原则，认为“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

活动变成评价”，“价值的实质在于它的有效性”，但是历史学都不需要讨论价值的有效性问题，“价值的

有效性并不是历史
獉獉

问题，肯定的或否定的评价也未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 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否认文

化价值所应有的有效性，文化概念“不仅在其形式
獉獉

方面是事实上被普遍承认的价值总和，而且就内容
獉獉

而

言也是和这些价值的系统相联系”，“不管对这些文化价值的事实上的评价如何，这种有效性是这些文化

价值所应有的。”②由此，李凯尔特提出了文化科学客观性问题，强调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是由文化概念的

客观性所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因而文化科学的客观性的最深厚的基础在

于我们大家企图促进和支持的那种一般的普遍的文化价值。韦伯吸收了李凯尔特关于价值联系原则和

文化科学客观性的思想( 尽管他并不赞成李凯尔特关于文化科学的客观性来自于普遍文化价值的观

点) 。③ 在他看来，价值判断属于主观性的范畴，乃是个人主观情感作用的产物，它不是经验科学所能解

决的问题。“一门经验科学不能告诉任何人应该做什么———但能告诉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特定条

件下———他想什么。的确，在我们的科学中，个人的价值判断试图影响尚未被明确承认的科学观点。它

们已经引起持续的混乱，甚至在决定各种事实之间简单的偶然相互联系的领域，它们也会根据实现个人

理想的机会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即是否有可能获得某物，而对科学论点做出各式各样的解释。”④诚然，

科学认识需要了解个体性的社会行动的动机，这就必然涉及到价值问题，但是在这里，价值的本质并不

在于真实的事实性，而是其有效性。“不过，判断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一个信仰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

以在探讨人生和宇宙意义的思辨解释中得到解决。但是，关于价值有效性的判断肯定不属于现在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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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实际从事的经验科学的范围。这些终极目标不断地经受着历史的变化，因而是不确定的，这一经验上

可证明的事实并不影响科学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这与人们经常认为的恰恰相反。”①因此，韦伯强调

在科学研究中重要的在于研究者要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而不要做出价值判断。应当看到，针对人们对

韦伯命题的误解( 即认为经验科学不能把主观的评价作为它分析的论题) ，韦伯郑重地说道:“不管我过

去说过什么，下述‘异议’是非常严肃地提出来的: 科学致力于获得‘有价值的结果’，也就是具有科学意

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 更进一步说，论题的选择起本身已经包含了‘评估’。”②在我们看

来，毋容讳言，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法学，固然要解决法和法律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致力于探讨

法和法律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法律科学的学术使命之所在。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实践证明: 法律不仅

建构于非人格的关系之上，法律是无感性的，是以形式上正当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因而成为每个人

行动的一般模式，从而使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具有可预期性; 法律也是对基本原则的阐释、维护和实现，诸

如正义、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等。因此，在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形式问题，

也要研究价值与价值评价问题。这就是说，我们要更为深切地关注作为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核心意义

的“法治”，尽管这个概念的内涵多样，众说纷纭，但从本质意义上讲，“法治”乃是指谓一种形式法治基

础上的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比之形式法治的概念，实质性法治的概念更加关注国家所确立的个人合法

愿望和尊严可能得以实现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条件，重视法律下的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

动，因而强调维护法治的核心价值。③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区域法治现象的运动发展的时代趋

势，无疑大有裨益。

五、小结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正在经济、社会、政治、法律、文化诸领域全方位的深入展开，这是

又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必然反映到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推动着区

域法治的运动、变化、发展与转型。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确立更为扎实的基础，本文着重从法哲学方

法论意义上探讨区域法治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在进入方法论的讨论之前，本文主要界定了区域、

法治发展和区域法治发展三个概念的基本规定性。一般来说，区域既有全球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又

有国家层面上的区域概念，后者主要涵盖以行政辖域层级为基础的省域、市域( 设区的市) 和县域三

个层面的地区单元，以及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若干相同行政辖域层级的地区共同体，由此构成了本

文的讨论范围。法治发展反映了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变革的历史过程，它与法制现代化的

概念有着相通的意蕴。而区域法治发展则是与国家法治发展相对而言的，它是主权国家的国家法治

发展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具体展开和实现，从而构成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对国家层面的区域法治发展的法哲学方法论的初步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通

过对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书稿》中提出的具体概念的多样性统一之辩证逻辑命题的深入解

析，本文揭示了这一重大命题的法哲学内涵及其对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在这里，我

们看到，一方面，区域法治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与国家法治发展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关联，

体现了必然的统一性，构成一个完整的法治发展整体或“总体”;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社会条件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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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与作用下，不同的区域法治发展之间形成了历史的差异性，因而具有多样性的品格。区域法

治发展的多样性统一的运动样式，反映了中国法制现代化或国家法治发展进程的丰富多姿。

其次，本文着力阐述了区域法治发展研究的个别化的方法论原则。在这里，我们通过回溯从黑

格尔到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历程，探讨了从“个体性的普遍性”经过文化科学的个别化方法，再到个

体性因果分析的方法论准则的流变及其理论价值，从中概括出对于区域法治发展问题研究具有指导

作用的“个别化方法的分析原则”的若干基本要义。这就是说，在研究区域法治发展问题，应当努力

做到: 一是注意把握好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不仅要重视国家法治发展，也要关注国家法治发展的

区域差异，自觉地推进区域法治发展; 二是要注意把握好个体性行动的本质性关系的认知与揭示，概

括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基本规律性的东西; 三是要注意把握好个体性行动的因果解释，努力揭示影

响和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复杂因素及其内在机理; 四是要注意把握好从现实中形成的思维类型，旨

在于为区域法治的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一套可行便利的概念工具系统; 五是注意把握好研究对象的

具体性的历史分析，把历史的画卷打开，深入考察不同类型的区域法治现象的各种历史发展形式; 六

是要注意把握好价值基础和价值评估的特殊意义所在，不仅要关注区域法治发展的形式问题，更要

重视区域法治发展的价值基础与价值评价问题，以期回应我们这个时代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和区域法

治发展研究所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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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Signific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Ｒegional Ｒule of Law:

A Preliminary Analysis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Philosophy of Law
GONG Pi-xiang

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is high on the agenda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
nese legal system． Basically，the notion of region refers to the following two cases: the one across dif-
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one within a country． The region in the second sense is defined as a unit based
on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a sovereign state or as a cluster of such units connected by
close geo-relations． The regio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s of the second typ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of a state，regional rule of law is the specific realization of rule of law in a
specific area within its border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regional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research is an
organic hierarchical system． Since philosophy of law makes a key part of this system，we will focus on
this perspective in our paper． The concept of“unity in diversity”advanced by Karl Marx can help us
obtain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is a“natural historical
process”，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internal unity and diversity as well as by a dimension of“unity
in diversitie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tion is a principle formed in the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from Hegel to the 19th century Germanic secular historicism and given a full play by Marx Weber． To
adopt the method of individuation on the basis of a critical adaptation will help us discover the secre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when tackl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
gional rule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law，we have to: carefully deal with the rela-
tion betwee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reveal and abstract the essent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in-
dividual actions; try to discover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individual actions，etc．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rule of law of the stat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ule of law; unity in di-

versitie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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